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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

王建文*

摘  要：我国法学界对于是否应确立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仍有争论，但立法上已倾向于对控制股

东的行为施加更多约束，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从理论到制度的转变。虽然对于

是否所有股东都应无差别地承担信义义务仍存争议，但当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至少公司的

控制股东应当承担信义义务。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是为了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其以股东为公

司所有者的定位而展开。控制股东与公司，控制股东与其他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这

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外，非控制股东对控制股东的信任、禁止权利滥用、公司合

同的固有缺陷也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原因。就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律适用而言，应立

足于我国市场经济及司法实践，以“解释论”为基础，结合“立法论”，确定勤勉义务、忠实义务及善

意“义务”的具体适用方案。

关键词：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善意“义务”；内在逻辑；解释论

一、问题的提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是否真的存在？

几乎每个国家的公司法在公司治理上都涵盖着两个核心原则：董事会领导下的公司管理与股东资

本多数决。从经济学家关于委托代理的观点来看，公司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仅存在于股东和董事之间，

还广泛存在于非控制股东与控制股东之间。在此情形下，非控制股东是委托人，控制股东是受托人或代

理人。与股东—董事之间的关系相比，非控制股东—控制股东之间的关系或许更加复杂。在前一种情

形下，股东的风险来自于董事会或董事个人行使职权的方式；在后一种情形下，非控制股东的风险可能

来自由控制股东控制的董事会所作出的决策，也可能来自由控制股东控制的股东会所作出的决议，最终

效果都是将控制股东的利益凌驾于非控制股东之上。〔1〕因此，对于非控制股东而言，需要有两层次的利

益保护：其一，约束董事会与董事的滥权行为，这已经引起了足够多的重视，无数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围绕

这一点展开；其二，限制控制股东滥权行为，并要求控制股东对非控制股东承担一定的义务，信义义务

即由此衍生。早期学者们的研究仅认为董事和高管人员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义义务，包括控制股东在

内的所有股东除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外，不应再对其他股东负担额外的法律义务。但如今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将信义义务的适用主体扩张到控制股东，一些国家的公司法已将控制股东作为信义义务的主

〔 1 〕 参见［英］保罗·戴维斯：《英国公司法精要》，樊云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第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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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2〕

就我国公司法是否应当确立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学界一直争议较大。反对控制股东承担信义义

务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公司法的秩序建立在股份平等和同股同权的基础之上，股东应不分大小

均等地行使股东权，持股多数或拥有公司控制权并不必然带来义务；其二，信义义务因信义关系而产生，

在公司法律关系中，因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割断了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股东的行为只受到公

司制度和公司章程的制约，如果让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承担信义义务，则公司法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将会

被摧毁；〔3〕其三，股东除对公司承担出资义务外，股东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之间没有义务；〔4〕其四，由于成

文法并未承认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因此，除非成文法有明确规定，大股东掌握公司控制权是无可厚非

的，即使通过控制活动获得利益也不构成违反信义义务；〔5〕其五，非控制股东的弱势地位是其理性选择的

结果，大多数非控制股东的地位是基于自愿而非强迫取得，法律并无理由对其提供额外保护，一味偏向

非控制股东对控制股东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甚至会造成非控制股东挟持控制股东的局面。〔6〕但是，更多

学者则支持将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纳入法律规制。朱慈蕴教授考察了上市公司控制股东的滥权行为，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控制股东应当比普通股东承担更多的义务，应

将信义义务扩张适用于控制股东。〔7〕冯果教授列举了一些控制股东侵害非控制股东利益的行为，指出法

律应借助控制股东对非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来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8〕还有

学者认为，控制股东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当其作为股东时，具有委托人的地位，而当其介入公司的经营管

理活动时，又具有受托人的地位。在公司初创阶段，非控制股东完全是基于对控制股东的信赖而非对董

事的信赖才作出决定投资的。若控制股东通过自己的表决权操纵股东大会，对公司事务施加不恰当的

影响，则会损害公司或非控制股东的利益。因此，让控制股东对公司与非控制股东承担信义义务，正是

公司中股东利益平衡的体现，符合公司和非控制股东的双重利益。〔9〕

目前，我国《公司法》虽未明确采用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或其他同义表述）的概念，但很多规定中

已经包含了对控制股东行为的约束，为公司和非控制股东追究控制股东违背信义义务行为的责任提供

了解释论上可资适用的法律依据。《公司法》第20条第2款〔10〕虽非针对控制股东所设，但隐含了控制股

东信义义务的内涵。该法第21条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是对控制股东（采用的是“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概念）忠实义务的具体落实。《公司法》第141条第1款、《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

购办法》）第7条（被收购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被收购公司或者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第53条第1款（协议收购之下控股股东对收购人的调查和披露）可以对控制股东控

〔 2 〕  按照当代最新公司法理论，股东之间的信义义务不仅体现为控制股东对非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非控制股东对控制股东也负

有信义义务。在发行不同类别股份的公司中，不同类别股东之间也存在信义义务。See A. Richard M. Blaiklock, Fiduciary Duties 
Owed by Frozend-Out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Close Corporations, 30 (3) Indiana Law Review 763 (1997). 朱慈蕴、沈朝晖：《类别股与

中国公司法的演进》，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 3 〕 参见王继远：《控制股东对公司和股东的信义义务》，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 4 〕  参见蒋大兴：《反对少数股东保护——寻求股东权利构造的基本面》，载王保树主编：《转型中的公司法的现代化》，中国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555页。

〔 5 〕 参见甘培忠：《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 6 〕 参见贾翱：《中小股东法律保护正当性辨析》，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

〔 7 〕 参见朱慈蕴：《资本多数决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 8 〕  参见冯果、艾传涛：《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及民事责任制度研究》，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

版，第65页。

〔 9 〕 参见王继远：《控制股东对公司和股东的信义义务》，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139页。

〔10〕 该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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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转让进行一定约束。其中，《收购办法》第7条是对控制股东在转让控制权中应当遵循信义义务的一

般规定，第53条第1款则是控制权转让过程中控制股东勤勉义务的具体规定。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的《证券法》第80条第3款之规定，控制股

东（目前仍采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概念）对重大事件的发生、进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应当及

时将其知悉的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公司，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此，虽然学术界对于我国是否

应当确立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仍有争论，但立法上已经倾向于对控制股东的行为给予特殊约束，不仅消极

地要求控制股东不得为某些行为，还积极地要求控制股东为某些行为，而这些规定在实质上已经将控制

股东信义义务理论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从而使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得以借法律解释方法及类推适用成为

裁判依据。

二、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立论基础：内涵界定

（一）控制股东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公司法学界，根据股东所处地位的不同，对股东有各种分类方式。在早期，学者们通常用“大

股东”“小股东（或中小股东）”以及“多数股东”“少数股东”等概念来对股东进行分类，也有人根据

《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规范的规定，将股东划分为“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近年来，有的学者开

始使用“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的概念。综合我国学界和立法对股东地位的分类来看，简言之，

大股东、多数股东、控股股东、控制股东等一般用来指称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股东；与之相

对应，中小股东、小股东、少数股东、非控股股东、非控制股东常被用来指称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处于弱势

地位的股东。用词上的混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公司法学界对于如何界定某一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

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大股东和小股东的称谓虽然简便，但以“大小”对股东进行区分并不能揭示不同地

位股东背后所体现的实质差异。而以“控股”和“非控股”来对股东进行分类虽然一度在公司法理论

研究中被广泛接受并为立法采纳，但“控股股东”这个概念无法将一些不具有控股地位，却在公司的经

营管理中掌握绝对话语权的股东涵括在内，这说明以持股数量为标准对股东进行分类也不够合理。随

着公司法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法学界逐渐认识到，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这种控制权决不仅仅由股东的持股数量来决定。当代公司治理实践表明，虽然股东的持股数量往往与

其在公司中的“话语权”呈正相关性，但大量无表决权、限制表决权股份（股权）的出现，正使得持股数

量与控制权之间的关系越发孱弱。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市场，那些单纯以投资获利的机构或

个人可能会在一家公司中拥有超过公司创始股东的股份，由于创始股东在技术、理念和商业模式上对公

司的决定性影响，这些机构投资者或个人通常并不掌握公司的控制权。基于此种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

意识到，真正决定股东地位的是其在公司中掌握的控制权，公司的控制权因而成为对股东进行分类的关

键。在此基础上，学界渐渐形成一种默契，即以“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来对股东进行分类并开

展相应研究。不过，学者们对公司“控制权”和“控制股东”的界定标准莫衷一是，这导致“控制股东”

的内涵如普罗透斯的脸一般变化多端。

在早期，学者们通常把控制权看作是能够决定董事的选举或更换的权利，因而认为控制股东就是指

那些能够通过控制董事会并进而控制公司的股东。〔11〕不过，将控制权仅局限于选任或更换董事，无法

体现控制股东在公司中的实际地位，判例认为“支配性影响可以通过投票选举董事以外的其他方式施

〔11〕 参见［美］阿道夫·A.伯利、加纳德·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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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2〕，形式主义地界定控制股东将导致对那些虽然没有形式上控制公司，却在实质上控制公司的股东

被排除在监管范围之外，导致本应由这些股东承担的义务或责任被忽视。在美国法学会起草的《公司治

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中，对控制股东的界定有着更为全面的总结。《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1.10

条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对控制股东进行了界定：其一，通过一个人，该人自己或与其他一人持有公司

具有表决权之已发行股份50%以上的为控制股东；其二，虽不符合形式之标准，但实质上基于其股东的

身份通过其他的方式对公司管理、政策、公司的某项交易或行为实施控制性影响时，也应被认定为控制

股东；其三，股东自己或透过第三人，持有公司具有表决权之已发行股份总数25%以上者，推定该股东对

公司之事业经营具有控制力。〔13〕

从关于控制股东的定义来看，其概念界定在理论研究中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从绝对到相对的演变

过程。〔14〕形式标准主要是从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所对应的表决权是否过半来确定是否构成控制股东，其

中一个显著判断因素是股东能否控制董事的选任或罢免。实质标准则是在当今股份日益分散、股权形

态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通过相对多数持股或其他方式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来认定控制股东。从实质标

准界定控制股东的合理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15〕理论界对控制股东的定义已经逐渐为我国

立法所吸纳。我国《公司法》仍依照传统理论，将掌握公司控制权的股东称之为控股股东。〔16〕不过，虽

然《公司法》仍使用“控股股东”这一概念，但已从形式和实质两个角度对控股股东进行了界定。形

式意义上的控股股东是其出资或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过半的股东，而实质意义上的

控股股东是出资或持有的股份虽未过半但能通过享有的表决权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可见，《公司法》第216条对控股股东的界定重心落在了“表决权”和对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两

个因素上。《收购办法》在界定控制股东的地位时抛弃了“控股”的概念而代之以“控制权”概念。〔17〕

《收购办法》虽然没有明确采纳“控制股东”的概念，但对控制股东作了明确界定：其一，持股过半的控

股股东；其二，实际支配表决权超过30%；其三，实际支配的表决权能够决定董事会半数成员的选任；其

四，可实际支配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收购办法》对控制股东的界定与《公

司法》的思路一致，界定重心落在“表决权”上，只是细化了控制股东认定的具体情形。

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可以经由多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股东要想控制公司，最有效途径就是控

制股东会的决策。而欲控制股东会的决策，必须借助股东持有的表决权实现。显然，股东持有的表决权

数是股东能否获得公司控制权的关键。一般而言，持有的股份（股权）越多，则股东能行使的表决权就

越多。不过，由于有的公司发行了无表决权股份，有的股东表决权受到限制，因而，持股数量与表决权之

〔12〕 参见邓小明：《控制股东义务法律制度研究》，清华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12页。

〔13〕 参见美国法律研究院编：《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上），楼建波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4〕 参见邓小明：《控制股东义务法律制度研究》，清华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14-15页。

〔15〕  参见王保树、杨继：《论股份公司控制股东的义务与责任》，载《法学》2002年第2期；蔡立东：《公司治理中的“多数派暴政”

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朱慈蕴：《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习龙生：《论控制股东的私益交易及其公平交易义务》，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郭富青：《论控制股东控制权的性质及其

合理配置》，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6〕  《公司法》第216条第（二）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

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

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17〕  《收购办法》第8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

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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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当然，除单个股东之外，数个股东之间亦可联合起来，通过共同持有的

表决权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取得控制权。数个股东之间既可以通过表决权信托、表决权代理或订立其他

协议集中表决权，又可通过其他安排（如选任代表其利益的董事）实现控制公司的目的。除直接行使

或控制表决权外，有些股东并不持有较多的表决权，也不存在以表决权信托、表决权代理等方式集中行

使表决权的行为，但这些股东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影响力，以自己的投票行为影响多数股东表决权的行

使，这些股东应当被认定为控制股东。〔18〕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控制股东就是指单独或联合其他股东通

过持有的股份、协议或其他安排掌握多数表决权，或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决定

性影响的股东。〔19〕

（二）信义义务的内涵界定

法学界历来对信义义务的内涵界定莫衷一是，这是因为信义关系是英美法中最难以捉摸的概念之

一，无法给出概括性的定义。〔20〕按照《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信义义务”〔21〕（fiduciary duties）是“一

种由受托人（比如律师或公司管理者）为受益人（比如律师的客户或公司的股东）所负担的最高程度

的善意、诚实、信任、公正义务；一种以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诚采取行动并且为了另一方最佳利益的义

务（比如一个合伙人对另一个合伙人所负担的义务）”。〔22〕按照《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信义义务”

是指“为他人利益办事时，必须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他人利益。这是法律所默示的最严格的责任标

准”。〔23〕从辞典的解释来看，信义义务不是对受托人的一种约定义务，而是一种法定义务，这种义务不是

最低标准的义务，而是最高程度的义务。通常认为，信义义务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二是勤勉义务（duty of care）。〔24〕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除上述两种义务外，信义义务的内容还包

括善意义务〔25〕，或者说信义义务还包括公司制定法所规定的特定义务。〔26〕传统理论中，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信义义务只被划分为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善意”（good faith）〔27〕通常是作为勤勉义务或

忠实义务内涵的一部分出现在法官的判决之中，而非以一种独立的义务形态出现。然而，随着20世纪末

以来美国特拉华州法院的一些开创性判决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善意”的内涵，

并试图扩大董事信义义务的内容。这一举动已经引发了公司法学界对于信义义务的深入思考，董事的

善意“义务”曾一度变为一项独立的信义义务，但理论界及实务部门仍对此存在认识分歧。与学术界的

〔18〕 实践中，一些公司的创始人仅仅持有公司很少的股份（有的只持有名义上的一股），但其对公司经营管理拥有实际控制权。

〔19〕  本文主要用“控制股东”的概念代表那些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优势股东，但由于引用学者观点或行文方便的需要，也会借用大

股东、多数股东等概念。

〔20〕  参见楼建波、姜雪莲：《信义义务的法理研究——兼论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与其他法律中信义义务规则的互动》，载《社会科

学》2017年第1期。

〔21〕  笔者在之前的著述中一般将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关系视为信托关系，故将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承

担的相应义务称为“受托义务”（fiduciary duties）。在中文文献中，fiduciary duties还有多种译法，如“信义义务”“受信义务”“信

托义务”“诚信义务”。鉴于学术界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将fiduciary duties译为“信义义务”，故本文也使用“信义义务”这一译法。

〔22〕 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581 (9th ed., 2009 Thomson Reuters 2009).

〔23〕 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0页。

〔24〕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8-411页；范

健、王建文：《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61-362页。

〔25〕 参见王继远：《控制股东对公司和股东的信义义务》，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26〕 参见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27〕  依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good faith（bona fide）有“诚信”“善意”“信赖”等含义。不过，鉴于“诚信”一词内涵丰富，

且通常作为民商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出现，而近年来学术界更多倾向于将duty of good faith（bona fide）译为“善意义务”，故

本文采“善意义务”之翻译，唯须明确的一点是“善意义务”本来源于“诚信”，系诚信义务之具体适用，与忠实义务与勤勉

义务乃信义义务之独立类型殊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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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观点不同，我国立法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划分为两大类，即勤勉义务〔28〕和忠实义务。

（三）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内涵界定

依据传统公司法理论，股东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使股东权，即使股东行使股东权的行为损害

了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只要该股东并未滥用权利故意损害他人利益，法律就不应对其行为作出否定

性评价，并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而，过分强调对股东行为自由的保护并不利于增进公司和股东

整体利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股东不得任意行使股东权（尤其是表决权），在保护股东行为自由的

同时也有必要对股东“任性”行使股东权的行为进行规制。首先，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应当表现出一个有

着与其相同经验、知识及技能的人所应有的谨慎，这要求具有专门知识、经验及技能的股东在表决相关

事项时必须展现出比其他股东更高的勤勉义务；对表决事项不具有专门知识、经验和技能的股东，也应

当展现出一个理性经济人在相同情况下所应有的注意。其次，当公司事务与股东个人事务存在利益冲

突时，股东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作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特别是不得有篡夺公司机会、侵夺公司财

产以及实施不正当的关联交易等行为。最后，股东行使权利时还应当秉持善意，不得实施不当行为，不

得在行使股东权时故意给公司和其他股东带来妨害。以上内容统称为“股东的信义义务”，其中前两项

分别为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第三项是否构成独立的信义义务（即部分学者所主张的善意义务）尚存争

议，但理论界对其作为信义义务的一部分则不存太大异议。虽然对于是否所有股东都应无差别地承担

信义义务仍存争议，但当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至少公司的控制股东应当承担信义义务。

控制股东需承担信义义务的判例最早出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19年Southern Pacific Co. v. Bogert 

一案〔29〕中。法院认为，多数股东（the majority）有权控制公司，但当多数股东控制公司时，多数股东就是

少数股东(the minority)的受托人，就好像公司董事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一样。当多数股东对公司事务实

施事实上的控制时，多数股东作为少数股东的受托人，需要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 obligation），不管这

种控制是通过何种方式（直接持股还是间接持股）实现。作为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受信人（fiduciary），

多数股东应当与少数股东分享收益。1975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Donahue v. Rodd Electrotype Co.〔30〕

一案中更是将封闭性公司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类比为合伙人之间的信义义务。在该案中，Harry Rodd

是公司的多数股份的持有者，公司在回购Harry Rodd的部分股份的同时没有按照相同条件回购小股东

Euphemia Donahue的股份。Euphemia Donahue认为主要由Harry Rodd和其儿女们组成的董事会控制了上

述交易行为，违背了他们对小股东所应承担的信义义务。下级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从公司法的角度论证

公司的回购交易对小股东不存在歧视，并未损害原告和第三方利益，公司董事在批准该项回购计划时本

着善意行事，因而认定该交易有效。然而，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却出人意料地引用合伙法来对上述交易

进行分析，并裁定该项回购违法。该法院认为，由于封闭性公司在基础关系上与合伙类似，信任对于封

闭性公司十分重要，少数派的利益在封闭性公司中存在固有危险。封闭性公司中股东之间应当承担与

合伙人一样的信义义务，即最大善意和忠实义务（utmost good faith and loyalty）。封闭性公司股东要承担

比公众公司股东更高的信义义务。这一义务要求，如果封闭性公司的控制股东利用优势谋取个人利益，

应同时让其他股东也获得同样的机会。但本案中控制股东未能做到这点，因而违背了信义义务。最终，

〔28〕  域外立法与学理上一般采用注意义务概念，我国公司法学者也曾倾向于采用注意义务概念。但因我国2005年《公司法》采用

的是勤勉义务概念，故多数学者转而采用勤勉义务概念。严格来说，两者的内涵确实有细微差别。鉴于我国公司法采用勤勉

义务时明显是将其等同于注意义务概念，故本文一般采用勤勉义务概念，但在论述域外公司法相关内容时为保持其原意，也在

该特定语境中使用注意义务概念。

〔29〕 See 250 U.S. 483, 39 S. Ct. 533.

〔30〕 See 328 N.E. 2d 505 (Ma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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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判定，公司要么撤销该回购交易，要么以同等条件回购原告的股份。对于该判决，

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的评价是：“对闭锁公司少数股东面临的困境所进行的深刻反思

以及信义义务的极度张扬，在这份判决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31〕显然，对于控制股东和少数股东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得到平等对待，是一件难以实现而又不合理的选择，故而在1976年Wilkes v. Springside Nursing 

Home, Inc.〔32〕一案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虽仍认为控制股东须对小股东承担如合伙人那样的信义义务，

但也承认控制股东对公司拥有“自私的所有权”（selfish ownership），而这种权利的存在可以缓和控制股

东所需承担的信义义务。

从发展脉络上看，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仅指控制股东对公司和少数股东承担的义务，公司的债权

人并非权利主体。当某一事项涉及控制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时，控制股东的行为应当不能有损

于公司，这时公司是信义义务的直接指向对象，而由于公司利益受损会间接影响到非控制股东的利益，

故而非控制股东在此种情形下是信义义务的间接指向对象。当某一事项涉及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

之间的利益分配时，控制股东不能滥用其控制地位损害非控制股东的利益，于此种情形下，信义义务的

指向对象仅为非控制股东。〔33〕另外，封闭性公司和开放性公司的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应当有差异。封闭

性公司具有封闭性，股权不能公开交易，股东之间具有很强的人身信赖关系，人合性的特征非常明显，

因而封闭性公司的控制股东需要承担的信义义务应当比开放性公司的控制股东更为严格，封闭性公司

的股东之间要互负最大忠实义务和善意义务。而开放性公司的股票可以在公开市场进行交易，股权结

构比较分散，股东的流动性较强，股东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一般不如封闭性公司那样强烈，因而其控制

股东的信义义务比有限责任公司要弱一些。〔34〕总体而言，封闭性的控制股东需要承担高度的信义义务

（heightened fiduciary duty）。〔35〕

三、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内在逻辑

（一）利益冲突的存在

控制股东与公司，控制股东与其他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这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

产生的根本原因。首先，控制股东与公司利益会存在冲突。控制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窃取

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是实践中常见的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其次，控制股东与其他股东利益会存在冲

突。控制股东利用控制地位，直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已不鲜见，如控制股东采取排挤手段阻碍其

他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再次，控制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控制股东既是公司经

营、管理的实际掌控者，也通常是公司经营收益的最大分享者，在利益冲突面前，人都有自利性，这决定

了控制股东为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有可能会选择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最后，控制股东和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会存在利益冲突。一般而言，公司的大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控制股东

是利益共同体，他们或受控制股东委派担任相应职务或由控制股东选举产生，因而控制股东与公司中的

〔31〕  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78页。

〔32〕 See 353 N.E. 2d 657 (Mass. 1976).

〔33〕 参见刘凯：《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及其违信责任》，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34〕 参见刘凯：《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及其违信责任》，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35〕  See A. Richard M. Blaiklock, Fiduciary Duties Owed by Frozend-Out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Close Corporations, 30 (3) Indiana Law 

Review 763, 765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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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董事、高管不存在利益冲突。但是，有两种例外情形：一是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们选举出的董事常

存在利益冲突，因为这些董事代表了小股东们的利益，是小股东安插在董事会中用来制约控制股东的；

二是控制股东与公司董事、高管人员交恶，也可能引发利益冲突，如2010年国美电器控制股东黄光裕与

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陈晓之间就公司控制权发生的争斗，导致控制股东与管理层长期争权夺利。

（二）非控制股东对控制股东的信任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学者们普遍认同控制股东对公司拥有特殊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控

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在公司中事实上处于不同的地位。另外，依据有些学者的理论，控制股东是非控制

股东的受托人，从委托关系或信托关系角度来看，控制股东应当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审慎义务，这至

少意味着控制股东不得故意损害非控制股东的利益。正是因为非控制股东与控制股东之间存在着这样

的信任与被信任关系，控制股东应当对非控制股东承担信义义务。

（三）禁止权利滥用

控制股东可以基于正当目的行使控制权，即控制股东对公司决策和经营施加影响时，应该是为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而行事，不得为自己谋取不正当之利益。基于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人应当

在进行民商事活动时诚实、守信用，更重要的是要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控制股东通过资本多数决

控制公司行为时，只能基于合理且正当的目的，对公司及非控制股东抱有最起码的诚信，不应心存恶意，

故意损害公司或者非控制股东的权益。从权利义务相一致角度来看，由于控制股东在公司中拥有绝对

的控制地位，当控制股东行使控制权对非控制股东造成影响时，就必须对其科以一定的义务。〔36〕可见，

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是禁止权利滥用的具体体现。

（四）公司合同的固有缺陷

信义义务很少出现在合同关系之中。即使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的缔约各方，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

后也有可能达成合意并尽力依约履行。在公司合同论者看来，公司参与各方无法详查未来以提前应对

一切偶发事件，因而参与各方在订立公司合同时不可能周密无疏。公司合同既包括明示合同，也包括默

示合同。非控制股东在与控制股东订立公司合同之时，无法预知将来可能发生争议，而其所处的弱势地

位决定了其很难与控制股东相抗衡，无法与控制股东就争议的公平合理解决达成一致。为监督控制股

东，尽量避免控制股东恶意侵害非控制股东的合法权益，信义义务由此发展而来。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

正是对公司合同进行额外监督的替代解决方案，它以阻吓作用代替了事前监督〔37〕，使那些企图背信弃义

的控制股东不敢任性妄为。

四、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律适用

从根本上说，董事的信义义务是为了服务于公司与股东的利益，其以董事为经营主体和服务者的定

位而展开；而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则是为了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其以股东为公司所有者的定位而

展开。

（一）控制股东勤勉义务的法律适用

对于那些不在公司任职的控制股东来说，他们通常不会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似乎并不需

〔36〕 参见朱慈蕴：《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4 期。

〔37〕  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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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勤勉义务。但事实上，有些情况下控制股东会利用其表决权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公司的决策，此

时控制股东处于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似的地位，其行为将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直接影响，

故控制股东应当小心谨慎，尽到一名与其有着相同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人在同等条件下应有的注意。当

然，判断控制股东是否尽到勤勉义务，不能完全照搬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应当结合控制股东是否

拥有或具备类似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38〕来作具体判断。申言之，在通常情况下，无论有限

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控制股东一般都在公司担任要职（如董事长、董事、经理等），这时控制

股东的身份与该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有重合性，虽然股东会决议事项与董事会决议事项一般

不同，但控制股东在股东会上行使表决权所应尽到的勤勉义务与其作为董事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董

事会上或由其单独作出决策时不应当有显著差异。而当控制股东不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但却具备类似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时，即当控制股东能够通过选任、指派或其他安排控

制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时，这些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决策通常会代表控制股东的利益或从

本质上就是控制股东意志的表达，此时让控制股东承担与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相似的勤勉义务也

无可厚非。

此外，即使控制股东不利用其表决权左右公司决策，而仅仅是处理与自身权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时，

也有勤勉义务的适用空间。以控制股东的股权转让为例，控制股东在转让少部分股权给其他股东或对

外转让股权但并不导致其控制权的丧失时，公司整体的股权架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对非控制股东

的利益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故无须法律的特别规制。然而，当控制股东转让全部股权或大部分股权导致

公司控制权转移时，情况就显著不同。在公司控制权转让的过程中是否可能会导致非控制股东和公司

利益受损以及控制权受让对象是否出于敌意购买控制权等问题，控制股东必须审慎对待。如果控制股

东在转让控制权的过程中未尽勤勉义务导致公司和非控制股东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则其应当承担相应

责任。不过，对于那些不拥有或不具备类似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地位但因处理自身事务也需要承

担勤勉义务的控制股东来说，此时控制股东的注意义务的程度应当低于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尽

的注意义务，原因在于股东在经营管理上要比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稍逊一筹，如果将董事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在对待公司事务时所应尽到的专业勤勉义务适用到股东身上，则对于股东来说过于苛刻。

同时，于此种情况下控制股东需要承担的勤勉义务主要是因自身事务的实施而旨在照顾公司和其他股

东利益所产生。因此，即便是控制股东，于此场合下承担的勤勉义务也要低于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他们只需展现出通常的谨慎，无须满足更高的要求。

（二）控制股东忠实义务的法律适用

1.控制股东忠实义务的内涵阐释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雇员，受股东委托处理公司事务，并从公司领取薪酬，对公司和股东

承担忠实义务是当然之理。而股东仅仅是公司的投资人或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者”，理论上说他们

可以投资很多家公司，尤其是在当下公众公司股权日益分散、股权流动性逐渐增强和职业投资者群体逐

渐壮大的背景下，要求股东对于某一家公司绝对忠诚几无可能，股东在处理其自身利益与所投资的几家

公司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时，必然有所取舍。如此一来，依照忠实义务的一般理论，股东在维护自身利

益或一家乃至数家公司利益的同时，必然无法实现对其他存在利益冲突的公司所作出的忠实承诺。对

于人合性较强的封闭性公司，虽然其股权相对集中、股东人数较少、股权的流动性较弱，但股东与公司之

〔38〕 即英国法上的“影子董事”或法国法上的“事实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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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主体，股东投资于一家公司，不在于成为一家公司的奴隶并对这家公司永尽忠

诚，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这家公司获取收益。因此，如果股东的个人利益同公司利益发生冲突，在

利益权衡之下，股东抛弃公司利益而维护个人利益〔39〕的行为同样不能视为违反忠实义务。显然，股东忠

实义务的指向对象并非公司。

上述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般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理论上同样适用于控制股东。但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就将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在开放性公司中，控制股东在处理自身利益与所投

资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如果过分重视自己的利益而对所投资的公司利益弃之不顾，将可能损害到广

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这时就有必要考虑是否应当引入忠实义务约束控制股东的行为。控制股东为获

得控制权必然需要支付高昂的对价，让控制股东承担额外的义务确实不合理，否则会给那些希望成为控

制股东的人带来疑虑，并最终阻碍一个成熟股权市场的形成。然而，控制股东不负担更多义务并不代表

控制股东可以肆意妄为，如果控制股东在处理自身利益与所投资公司利益的冲突时，完全为了自己的利

益行事且这种彻头彻尾的自利行为严重损害到所投资公司的利益时，也会最终损害到广大非控制股东

的利益。这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相悖，如此损人利已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

否定性评价。至此，开放性公司控制股东需要承担忠实义务已不难理解。同样，对于封闭性公司中的控

制股东而言，虽然他们的不忠实行为不会损害到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但对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来说，

控制股东的不忠实行为将会给他们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控制股东忠实义务的指向对象是其他

股东而非公司，这要求控制股东行使控制权时除了考虑自己利益之外，还必须考虑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

利益，不得使自己的利益与之发生冲突，以符合行为公正（fair dealing）的要求。〔40〕

2.控制股东忠实义务的判断标准

单纯从利益冲突角度界定控制股东的忠实义务仍然很抽象，故有必要将控制股东忠实义务予以具

体化。至于如何判断控制股东是否履行忠实义务，可以从反面予以界定。笔者认为，控制股东的忠实义

务要求控制股东不得为下列行为：

其一，篡夺公司机会。依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公司机会规则”（corporate-opportunity 

doctrine）是指禁止公司董事、高管和雇员将公司拥有的期待利益、财产利益或财产权利的交易机会，或

从公平角度而言将属于公司的交易机会篡夺自用。〔41〕公司机会原则是英美公司法中一个重要理论，不

过，学界对于“公司机会”的性质以及如何认定窃取公司机会，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公司机

会属于无形财产权，有学者认为公司机会是一种期待权，还有人认为公司机会是一种利益。对此，与其

纠缠于对公司机会性质的讨论，不如深入研究公司机会的界定。美国汉密尔顿教授认为，确定某一机会

是否属于公司机会，需要有“行业”标准和“公平性”标准。“行业”标准用来确定公司对某种机会是

否具有利益，即某种机会与公司现在所从事的业务的密切程度。“公平性”标准用来确定如果公司对某

机会有利益的情况下，董事基于何种原因仍可利用该机会。〔42〕在汉密尔顿教授提出的公司机会学说基

础上，我国学者作出了进一步讨论。刘俊海教授认为，公司机会的认定需要考虑三个因素：（1）公司人

员在执行职务中获得的该公司机会；（2）该公司机会必须向公司披露；（3）该公司机会与公司经营活动

〔39〕  当然，公司利益最终也会体现为股东的个人利益，但这种利益不是某一股东独享（一人公司除外），此处仅分析表面上的公司

利益和股东个人利益的冲突。

〔40〕 参见朱慈蕴：《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4 期。

〔41〕 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390 (9th ed., Thomson Reuters 2009).

〔42〕 参见［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李存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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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43〕冯果教授也提出了类似观点。〔44〕然而，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只有“与公司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才是判断公司机会的唯一标准。〔45〕篡夺公司机会的法律规则原只适用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而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主体范围已逐渐扩展到控制

股东和监事。目前，英美公司法学界已经明确提出篡夺公司机会规则适用于控制股东。这是因为，在存

在控制股东的公司中，即使控制股东并不具有双重身份，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行为也通常仅仅是控制股东

意志的体现，在篡夺公司机会的危险性上，控制股东有过之而无不及。〔46〕在如何将控制股东纳入篡夺公

司机会的法律规制上，美国和英国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在美国，控制股东的身份本身直接决定了其对公

司负有诚信义务，并负有不得篡夺公司机会的义务。在英国，控制股东被推定为公司的影子董事，使控

制股东承担与董事相等的忠实义务，从而将控制股东间接纳入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法律规制之中。〔47〕

对于如何认定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篡夺公司机会的行为，有人主张可借鉴刑法上犯

罪构成要件的理论，即主体上必须是公司内部人员（包括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主观方面

要求有恶意（有为自己和他人谋利的动机），客体是篡夺行为发生在任职期而非卸任后，客观方面要求

篡夺商业机会的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失。〔48〕不过，笔者认为这种认定理论过于抽象且存在疏漏，从正面

论述何谓篡夺公司机会往往存在不周延性，故而不妨从反面界定哪些情况下相关人员可以利用公司机

会。即使某一机会属于公司机会，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也可在以下五种情形下合法利用：其

一，公司放弃利用该机会（如该机会对公司不具有实质意义），但这种放弃或拒绝公司机会的决定须经

正当程序作出。若系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机会进行利用，则应取得非利害关系董事或者股东

的同意，或以公平标准决定；若系控制股东利用公司机会，则须经无利害关系股东多数同意。其二，公司

出现因“财务不能”（financial incapacity）无法利用公司机会。不过，以此理由进行抗辩是否正当仍存

在争议。其三，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公司机会出于善意，且不与公司发生竞争。其四，第

三方不愿与公司进行交易。其五，越权或者其他法律不能。例如，在法律禁止公司从事某项业务时，即

使相关机会属于公司，但由于受到法律禁止，公司无法利用该机会，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即可

加以利用。〔49〕

其二，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是存在关联关系〔50〕的主体之间的交易，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关联交易广泛存在。但关联交易并不总是带来消极后果，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不具有当然的非

法性〔51〕，因而，法律并不禁止所有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范围十分宽泛，通常表现为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除商品

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代理、租赁、提供资金（包括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担保、管理方面的

合同、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赠与、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管理双方共同投资（设立实体

〔43〕 参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2-173 页。

〔44〕 参见冯果：《“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则探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45〕 参见徐晓松：《公司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 页。

〔46〕 参见冯果：《“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则探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47〕 参见习龙生：《控制股东的义务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206 页。

〔48〕 参见王继远：《控制股东对公司和股东的信义义务》，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240页。

〔49〕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27-429页。

〔50〕  我国《公司法》第216条第（四）项对“关联关系”作出了界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

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51〕 参见刘道远：《关联交易本质论反思及其重塑》，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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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参与项目）、兼并或合并、各种采取合同或非合同形式进行的委托经营、向关联方人士支付报酬等。依

据《公司法》第21条，只有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才会受到法律禁止。尤其对于控制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需要进行更严厉的司法审查，

这是因为控制股东对于公司的重大交易事项有着最终的决定权，控制股东不正当的关联交易更有可能

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

其三，侵占公司财产。由于控制股东在公司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几乎可以控制所有的公司行为。控

制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侵占公司财产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既可以表现为直接将公司财产据为己有，用公

司财产为自己清偿债务或将已经向公司缴付的出资或缴纳的股款“抽回”〔52〕，也可以通过自我交易的方

式间接侵占公司财产，通过自我交易方式侵吞公司财产的方式更具有隐秘性。当然，若一项关联交易虽

有侵占公司财产的嫌疑，但该交易不具有重要性（比如交易金额较小、控制股东通过交易取得的公司财

产对公司来说已无价值），则该交易也不必被确认为无效或可撤销。

以上三种情形是常见的控制股东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实践中控制股东违背忠实义务的表现远不

止于此，控制股东压榨其他股东、恶意转让控制权、内幕交易、欺诈行为、违规处置公司资产、故意不披露

重大信息等行为都严重危害到其他股东的利益。这些行为有的已经受到我国《公司法》的规制，有的则

由于相对隐蔽，尚游走在法律规制的边缘。

（三）控制股东善意“义务”的法律适用

依照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Wilkes v. Springside Nursing Home, Inc.〔53〕一案中的判决，控制股东在采

取行动时必须尽到最大善意（utmost good faith），即控制股东的行为应当出于合法商业目的（legitimate 

business purpose），且这种商业目的应当以给非控制股东造成最少损害的方式实现。控制股东善意义务

的确立给公司治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不同类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

在的，在一个具有良好治理结构的公司中，任何股东的利益都会得到公平对待，而这有赖于控制股东善

意“义务”规则的建立。同董事的善意“义务”类似，控制股东的善意义务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兜底性”

规则。易言之，所谓善意“义务”，是指信义义务中超出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内容。控制股东所为的

不受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约束但需要进行否定性评价的不正当行为，均可以纳入善意义务规则的调整

范围。然而，任何兜底性规则都存在天然缺陷。由于兜底性规则的内容并不明确，往往需要法官在个案

中进行具体认定。而个案认定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有可能导致善意“义务”规则的适用过分

扩张。就像过分强调董事对公司和股东的善意“义务”会约束董事的行为，有可能不利于公司正常经

营管理一样，过度扩张控制股东的善意“义务”也会带来消极影响。过度扩张控制股东的善意“义务”，

控制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必然谨小慎微，对于那些蕴含风险可能给公司或非控制股东带来较大损失的

议案，控制股东会尽力避免因经营决策造成损失而被诉违反善意义务，从而可能因此导致公司丧失重要

的商业机会。此外，过度扩张善意“义务”的范围会加重控制股东所需承担的义务，这将严重挫伤控制

股东的积极性和进取心，也不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因此，作为对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补充，控

制股东善意“义务”虽有必要确立，但不能任意扩张适用。

〔52〕  2013年我国公司法修订后，“抽逃出资”这个概念已名存实亡，股东通过各种方式“抽逃”出资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司财产的

侵占。参见樊云慧：《从“抽逃出资”到“侵占公司财产”：一个概念的厘清——以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为切入点》，

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

〔53〕 See 353 N.E. 2d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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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公司控制股东基于其公司表决权上的优越地位而获得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可能实施侵害其

他股东、公司的行为，因而客观上需要以信义义务对其加以约束。本文探讨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律

适用中勤勉义务、忠实义务的具体适用方案。该方案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及司法实践，主要以“解释论”

方法展开，但也涉及无法经由“解释论”方法达成的“立法论”内容。因此，在我国即将正式启动的《公

司法》的修订中，应认真考虑如何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尤其是充分论证是否确认善意“义

务”。当然，该问题应与董事等高管的信义义务一并考虑。此外，借《公司法》修订机会，应认真考虑确

立控制股东概念，从而消除实践中各种不同概念混用导致的混乱局面。

On the Basis and Path of Introducing Fiduciary Duty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 China

Wang Jianwen

Abstract: There is still a debate on whether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legal circle of China, but the legislation tends to impose more restrictions on the be-

havior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y from theory to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Although the divarication on whether all share-

holders should bear the fiduciary duty without distinction, there is a general consensus among academic 

circles that at least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should bear the fiduciary duty. To realize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mong shareholders,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y is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shareholders as owners of the company.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controlling share-

holder and the company or other company participants can not be avoided, which is the root cause of con-

trolling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y. In addition, the no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trust in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prohibition of abuse of rights, and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company contract contribute to 

it likewise. As far as 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y is concerned, being 

establish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China,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doctrine," 

and combined with the "legislative doctrin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cheme of the duty of diligence, the 

duty of loyalty and the "duty" of good faith should be determined.

Keyword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y; "duty" of good faith; inner logic; interpretation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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